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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Multi-Centric Evolution Mechanism of Urban Innovation 
Spaces Driven by Rescaling: A Case Study of Nanjing

尺度重构驱动的城市创新空间多中心演化机制
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何鹤鸣   张京祥    HE Heming, ZHANG Jingxiang

创新空间从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化是科创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把握其规律是合理配置空间资源的重要依据。中国城市

创新空间的多中心结构并不是单纯的市场选择，而是深受政府主动干预的影响。借鉴尺度重构理论，提出中国城市多

尺度分异的基本特征，认为政策性新区、战略性新城等尺度重构方式改变了特定地区的权力关系和区位优势，创新企

业在多尺度分异的格局中选择性集聚，推动了创新的多中心演化。以南京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分析了国家级开

发区、多功能新城和国家新区3种典型驱动力作用下的创新多中心演化过程。在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科创城市应动态

调整尺度重构的策略，从刺激增长的增量供给转向优化创新生态的存量提升。

The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spaces from a single center to multiple centers is an inevitable trend in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innovation cities. Understanding this pattern is crucial for th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spatial resources. The 
multi-centric structure of innovation spaces in Chinese cities is not solely a result of market selection but is also influenced 
by proactive spatial interventions by the government. Drawing on the theory of rescaling,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multi-scale differentiation in Chinese cities. It argues that methods of rescaling, such as policy-driven new 
districts and strategic new towns, have altered power relations and locational advantages in specific regions. Innovation 
enterprises selectively cluster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multi-scale differentiation, driving the multi-centric evolution of 
innovation. Using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Nanjing as a research sample, the paper analyzes three typical processes of multi-
centric innovation evolution driven by national development zones, multifunctional new towns, and national new districts. In 
the new stage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cience and innovation cities should dynamically adjust their rescaling strategies, 
shifting from stimulating growth to optimizing the innovation 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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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深远意义。然而，创新空间多中心格局的形

成与发展在实践中常面临诸多挑战。例如，新

兴的创新节点可能因人才、资本、信息等高端

要素的初始积累不足，而难以达到自我演进的

“临界规模”，导致内生动力羸弱；或因创新功

能区与城市生活服务功能脱节而后劲不足。因

此，深入剖析创新多中心演化的驱动机制，不

仅能为理解这一复杂现象提供理论解释，也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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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空间从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化是科创

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把握创新空间结构的演

化规律是合理配置空间资源的重要依据。创新

空间多中心的形成有利于创新资源在更广阔

的地域范围内实现高效配置，在避免过度集聚

带来的不经济性的同时，促使不同创新节点形

成专业化分工，并使创新发展的红利能够惠及

传统非核心区域，对于城乡融合与共同富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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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柔性尺度重构与多尺度分异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flexible rescaling and multi-scale differentiation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为科学规划创新空间、规避多中心发展陷阱提

供经验借鉴与政策启示。有学者较早地从城市

地域结构视角指出创新空间的多中心发展倾

向[1]；近年来大量研究利用发明专利、创新企

业等数据定量测度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

全国主要科创城市的创新空间结构，验证了创

新空间多中心的共性特征和差异化的地域组

织模式[2-6]，指出多中心结构存在首位度、集聚

度、功能等的复杂变化[7-8]。然而，相较于丰富的

现象描述，创新空间多中心演化的机制研究却

稍显薄弱。尽管在创新企业集聚和迁移的机制

研究中已经发现企业集群、服务设施、交通条

件、创新政策等影响因素[9-11]，但其对于多中心

演化这一动态过程的解释力却并不充分，影响

中国城市创新空间宏观格局的关键性、特色化

的驱动力尚待厘清。

实际上，中国城市创新空间的多中心是

城市总体空间格局的一种表现，更蕴含着中国

特色的政治经济逻辑。在中国的城市治理环境

中，多中心结构的形成从来不是单纯的市场选

择，而是受到极强的政府驱动作用。中国城市

的多中心结构是社会经济发展与体制交织、市

场选择和政府干预互馈的空间结果，同时也是

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进行空间治理的关键举

措[12]。同样的，城市创新空间的多中心演化也

与政府积极主动的空间干预密不可分。政府主

导建设的各类开发区、新城新区，作为嵌入城

市空间的一系列特殊功能区和政策区，既是快

速工业化、城镇化的主要阵地，也是驱动创新

空间多中心演化的重要线索。为了更加系统、

深入地解析创新多中心演化过程中的政府与

市场作用，本文引入“尺度重构”理论，从政

治经济学视角重新理解城市创新空间多中心

演化机制，并以南京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

进行实证。

1  尺度重构驱动城市创新空间多中心

的理论解释

1.1  中国语境中的尺度重构与多尺度分异

197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化、新自由主义、

新区域主义的发展，“尺度”（scale）不再仅是

衡量空间规模的客观标准，更成为对空间所

承载的社会关系的抽象描述。Taylor[13]开创

性地提出“世界—国家—城市”垂直嵌套的

尺度分析框架，建构了全球化进程中资本循

环与积累的政治经济学逻辑。而后，尺度相对

化、新国家空间、尺度政治经济等相关理论研

究不断丰富了尺度的内涵[14-16]。当前，学界对

“尺度”的理解已有共识，尺度（或称为“尺

度空间”）既包含物质空间，也包括其中特定

的社会关系，具有层级性、关系性和度量性的

内涵特征[17-18]。“尺度重构”（rescaling）是对于

特定地理空间进行社会关系再建构或对于特

定社会关系进行地理空间再领域化的过程[19]，

包含权力层级重构、治理结构重构、领域边界

重构等表现形式[20]。由于社会制度环境的不

同，尺度重构的中西方研究在侧重点上有所差

异。西方研究主要关注全球化中国家层面的尺

度重构和尺度空间中不同主体的政治斗争过

程，将其视为化解资本积累矛盾、解决社会冲

突的被动应对[21-23]。而中国研究则更加关注政

府主导下尺度重构的不同形式、过程以及由此

引发的空间效应，将其视为政府促进地方社会

经济发展、区域协调的主动策略。

改革开放以来，尺度重构（尤其是柔性

尺度重构）作为中国政府极其重要的一项空

间治理工具，贯穿于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直至

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并塑造出城市内部多尺

度分异的格局特征。城市内部的尺度重构主要

包括两种类型，其一是通过行政区划调整实现

的刚性尺度重构，其二则是通过设立各类“准

政府”机构（如“指挥部”“管委会”等）实

现的柔性尺度重构[24-25]。柔性尺度重构跳出了

既有行政制度框架的约束，具备形式的灵活性

和变化的动态性，并表现为3个维度：（1） 权力

层级的柔性重构，指能够将多层级行政权力进

行创造性的重组，既能集中承载国家、省等更

高行政层级下放的权力，也能全面或部分上收

区、镇等行政层级的权力，在城市层面形成更

具资源配置效率和制度竞争力的特殊权力层

级。（2） 治理结构的柔性重构，指能够根据阶

段性的发展目标调整特殊权力层级的职能重

点，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的不同合作方式，有

重点地实现城市建设、经济发展和民生保障的

战略意图。（3） 领域边界的柔性重构，指地理

空间范围可以从局部的试验性地区向外扩张，

甚至与原有的行政边界进行重新融合。各类开

发区等特殊管理区的设立、扩容和转型升级，

本质上都是柔性尺度重构的过程。由于中国地

方政府是典型的发展导向型政府，因此，柔性

尺度重构的行为往往具有“并发性”特征，也

即在相同或相近的时间段内，地方政府既会根

据不同的战略目标对应不同空间进行尺度重

构，也会围绕相似的战略目标刻意对多个空间

进行尺度重构，通过“群狼战术”形成竞争激

励。因此，城市中往往同时存在多个尺度空间，

并在复杂的竞合互动中呈现出社会关系、物质

环境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也即城市空间的“多

尺度分异”（见图1）。多尺度分异是解释中国

城市空间结构多中心、空间发展非均衡等诸多

现象的重要政治经济学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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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尺度重构驱动的创新多中心演化逻辑

在纯粹的市场化环境中，城市创新空间

从单中心向多中心的演变是自组织、渐进式且

充满试错的。由于创新活动天然倾向于集聚，

在最初的创新中心出现以后将形成强大的正

反馈循环，直至集聚成本上升导致规模不经

济，部分成本敏感的市场主体才会向次优区位

集聚。而直到某些次优区位吸引的创新要素率

先达到临界规模（具有偶然性），进而激发本

地集聚效应才会形成新中心[26]。然而，中国城

市新的创新中心的出现，往往是尺度重构的

产物。它们在既有中心尚未产生集聚不经济

时，便已在多尺度分异的格局中同步并超前

地形成。

尺度重构重塑了特定地区的权力关系和

创新区位，创新企业在多尺度分异的格局中

基于区位的比较优势而选择性集聚，形成新

的创新中心，推动了创新空间的多中心演化

（见图2）。具体而言，尺度重构赋予特定地区

更强的政策实施权限和资源配置能力，从而

使其拥有产业政策、人居环境等方面的区位

优势。设立政策性新区和战略性新城是两类

最常见、最基本的尺度重构形式。政策性新区

包括国省级开发区、国家级新区等实施特殊

（高级别）政策的区域，其设有以经济发展为

主要职能的管理机构，在税收、土地利用、科

技服务、产权交易等方面被赋予了更高的政

策制定和实施权限（往往由国家和省级政府

赋权），能吸引成熟的创新龙头与有潜力的新

兴企业。由于发展定位与政策权限的差异，不

同政策性新区所集聚的创新企业也有所不同。

例如，经济技术开发区倾向于集聚以制造业为

主的创新企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则倾向于

集聚以服务业和制造业总部机构为主的创新

企业。战略性新城包括政务新城、商务新城、大

学城、科技生态新城等承担城市特定战略功能

的新城区，其设有以城市建设为主要职能的管

理机构。不同于开发区，战略性新城的建设多

是城市政府的地方事务，用以承载特定时期城

市的发展战略。虽然没有高层级的政策扶持，

但依托政府专项的财政投入、高标准的规划建

设和重大设施的布局，战略性新城也能通过营

造高品质的人居环境吸引创新人才和轻资产

企业，集聚以服务业和制造业总部机构为主的

创新企业。这两种尺度重构形式在城市发展过

程中并不总是非此即彼，而可能出现叠加、融

合的动态变化。值得一提的是，尺度重构所塑

造的创新区位优势，不仅源于客观的资源禀

赋，更来自市场与社会等行为主体对制度变迁

和政策红利所产生的超前预期。尺度重构对富

有冒险家精神的创新企业和人群产生“灯塔

效应”，但也将引发追逐溢价的“投机型集聚”

行为。因此，尺度重构虽然可以通过预期来引

导集体行动并促成自我应验，但若现实不及预

期，则存在创新企业大量迁出的风险。

在多尺度分异的格局中，创新中心将呈现

显著的非均衡发展和跨界竞合特征（见图3）。

一方面，尺度空间的权力层级越高、职能越综

合（例如产城融合、多区叠加），区位比较优势

则越突出，更容易形成较强的创新中心。而在

尺度空间的层级、类型相似的情况下，由于物

质空间建设水平、经济发展基础、与其他创新

中心的地理邻近性乃至于政府（或准政府）

机构的服务质量等条件的差别，创新中心性的

强弱也会出现差异。另一方面，在创新中心的

成长过程中，其集群效应可能突破原有领域边

界。由于不同尺度空间普遍存在竞合关系，地

理邻近者既可能在集群效应的驱动下，融合为

一个跨越边界的新中心；抑或因“制度距离”

的阻碍[27]，最终形成两个功能相似、分立并存

的创新中心。

2 研究数据与方法

本文以南京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

通过分析企业集聚情况与开发区、新城新区建

设历程之间的协同关系来论证理论假设。根据

2008年至2024年发布的全国高新技术企业认

定备案公告，获取南京市历年高新技术企业名

录，通过“企查查”提供的注册地址等经营信

息，确定高新技术企业的空间位置、产业门类

等属性。由于高新技术企业存在较为显著的流

动性，因此根据企业注册地的变更信息对相应

年份的空间位置进行修正。根据历年高新技术

企业的增长和分布演化情况，确定以2008年、

2015年和2024年为时间节点进行分析。南京

市开发区、新城新区等建设和发展信息，来源

于政府公告、新闻报道、相关规划和公职人员

的访谈记录。

本文的数据清理与分析以Python库为基

础，首先运用地址解析技术获取注册地文本信

息的经纬度，汇总后形成高新技术企业分布演

变的数字地图集。而后采用基于密度的空间聚

类法（DBSCAN）识别企业分布的中心集群。

DBSCAN作为一种典型的无监督机器学习算

法，能够直接从数据中学习并识别密集区域

（簇）、稀疏区域（噪声），在分析复杂的创新多

中心结构时具有较强的解释力。邻域半径和最

小样本数是需要预先定义的关键性参数：邻域

半径决定了算法在判断一个点是否“密集”

时，会考察其周围多大范围内的邻居点；最小

图2  尺度重构驱动的城市创新空间多中心演化

机制
Fig.2  Multi-centric evolution mechanism of urban 
innovation spaces driven by rescaling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3  多尺度分异格局中的创新多中心特征示意
Fig.3  Schematic diagram of multi-centric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in multi-scale differentiation patterns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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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基于创新企业总数变化的DBSCAN参数设计

Tab.1  DBSCAN parameter design based on changes in the total number of innovation enterprises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图6  2008年分产业门类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比（左）与创新中心度的比较（右）
Fig.6  Comparison of the propor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by industry category (left) and innovation centrality 
(right) in 2008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① 图中南京市的行政边界来源于“天地图”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地理底图数据源于Esri的在线地图服务。

② 同注释①。

注释：

样本数规定了在一个点的邻域内，判断其是否

处于“密集”区域，需要具有其他点的最小数

量。由于从2008年到2024年，南京市高新技术

企业数量增长超过了50倍，采用统一的参数

设置将无法细致捕捉空间结构的动态变化。为

此，本文的参数设定遵循“等距搜索、可视化

比对、择优选取”的原则，旨在为各时间节点

匹配最能清晰反映空间结构特征的参数组合。

具体而言，以2008年数据为基础，先设定初始

的、较为宽松的参数组合作为搜索起点，再以

0.5 km为步长递减邻域半径、以1%为步长递

减最小样本数，并将不同取值进行独立组合，

生成一系列参数组合。最终参数（见表1）的

选定标准是：在该参数下，识别出的中心区域

既能有效捕捉到该时期最主要的企业集聚区，

又能清晰地展现出相邻时期空间结构的“渐

变”演化趋势。在识别出不同的创新密集区域

（也即“中心区域”）的基础上，将各区域中创

新企业的数量除以全市创新企业的总数量，作

为该区域的中心度。

3  基于尺度重构的南京创新空间多中心

演化历程解析

3.1  �国家级开发区驱动的创新多中心

作为快速推进工业化的经典尺度重构手

段，国家级开发区的建设是南京创新多中心格

局形成的初始驱动力。南京较早设立并升格

“国家级”的3大开发区——南京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以下简称“南京高新区”）、南京经济

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南京经开区”）与江

宁经济技术开发区（以下简称“江宁经开区”），

共同扮演着引擎角色。其中，南京高新区成立

于1988年，并于1991年率先获批为国家级高新

区。南京经开区与江宁经开区则均成立于1992

年；前者于2002年正式升级为国家级经开区，

后者在同一年经江苏省委、省政府批准被赋予

国家级开发区经济审批权限。在空间选址上，

3大开发区均布局于主城外围。南京高新区最

初设立的地区（以下简称“南京高新区（江

北）”）位于当时产业基础薄弱、距离主城较远

的浦口区，南京经开区位于主城东北部栖霞区

的新生圩港周边，江宁经开区则位于主城南部

江宁区的东山镇。在尺度层级特征上，三者均

通过设立高级别管委会来实现尺度重构。南京

高新区与南京经开区的管委会为市派正局级

机构，直属于南京市政府；而江宁经开区虽隶

属江宁区政府，但其管委会同样为区派正局级

机构（获市级赋权）。这种差异化的治理模式

为后续各创新中心的不同状态埋下了伏笔。

至2008年，南京高新区（江北）、江宁经开

区、南京经开区的管理范围经过多次扩容，逐

步孕育出了新的创新中心（见图4-图5）。江宁

经开区是主城以外创新中心度最高（与主城

相当）的新中心，且制造业创新企业的集聚最

显著；南京经开区和南京高新区（江北）中心

度则相对逊色，分别以制造业、信息服务业的

集聚为主（见图6）。虽然南京经开区、南京高

新区（江北）作为市级直管的产业战略平台，

年份/年 创新企业总数/个 邻域半径/km 最小样本数/个 最小样本数的设置标准
2008 234 3.5 11 创新企业总数的5%
2015 1 384 2.5 42 创新企业总数的3%
2024 11 746 2.5 235 创新企业总数的2%

图4  2008年开发区管理范围的区位示意图①

Fig.4  Location map of the management scope of the 
development zone in 2008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5  2008年高新技术企业空间聚类分析结果②

Fig.5  Spatial clustering analysis results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2008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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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更强的资源配置能力；但由于经济职能

（市直机构管理）与社会事务（区级属地化管

理）责权的长期分离，存在生活配套不足、品

质不高等问题；加之，有限的市级资源被分散

投放，制约了创新集群的壮大。而江宁经开区

虽然是区级平台，但是同样被赋予了较高的自

主发展权限，且管委会与江宁区政府深度融合

（“两块牌子、一套班子”），确保了产业发展和

社会服务的高度协同，创新发展的后劲较强。

总体而言，“国家级开发区”本质上是以

产业发展为导向的政策性新区，这类尺度空间

对于创新多中心的形成具有显著的驱动作用。

国家及省市级政府通过设立国家级开发区，赋

予了特定区域超越其原有行政层级的经济管

理权限和政策红利。不同“国家级开发区”的

驱动效应存在差异。其中，国家级经开区凭借

低成本的政策优惠，吸引到了大量的制造业企

业，并在企业自主创新和集群经济的作用下逐

步成长为制造业创新的新中心；而国家级高新

区则凭借科技服务、新兴产业孵化的优势，吸

引创新型服务业企业的集聚。虽然国家级开发

区以产业发展为重心，但是经济职能与社会事

务的协调性决定开发区的产城融合水平，进而

影响创新中心的成长性。

3.2  多功能新城驱动的创新多中心

随着城镇化的加速，以新城建设为载体

的尺度重构为南京创新多中心演化注入了新

动力。与开发区不同，新城建设的核心在于通

过高品质空间的营造，重构城市的功能与人口

分布。2002年起相继启动的河西新城、仙林

大学城，以及2010年启动的麒麟科技生态城

是其中的典型。河西新城作为主城的拓展，功

能定位为文体会展、政府服务、商务办公等综

合性新中心，而仙林大学城和麒麟科技生态城

则分别以科教服务、科技产业发展为特色。三

者均位于当时多个市辖区的交界地带，市政府

通过设立市级派出机构进行了高位统筹，实现

了权力层级的上收与整合。其管理机构的工作

重心不同于开发区的“招商引资”，更强调“城

建先行”，即以住宅与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先

导。尽管缺乏高层级产业政策的直接加持，但

新城通过营造优越的生活环境与快速发展的

预期，形成了独特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宜居

环境作为一种开放性资源，其影响力超越了新

城自身的尺度边界，进一步带动了周边的创新

园区（区属）。例如，河西新城带动了雨花软件

谷的发展，仙林大学城带动了徐庄软件园和紫

东国际创意园的发展，而麒麟科技生态城则带

动了白下高新园和东山总部园的发展，从而在

更大范围内触发了创新要素的集聚和创新中

心的形成（见图7）。

至2015年，河西新城与主城深度融合，强

化了主城创新集群的能级；而仙林大学城与麒

麟科技生态城及其辐射区域则崛起为近郊新

兴的创新中心（见图8）。从中心度变化来看，

主城（含河西新城及雨花软件谷）的创新中

心度由2008年的0.26下降至0.24；若剔除河

西新城与雨花软件谷的贡献，主城中心度则降

至0.17（见图9），反映出创新功能向外扩散

的显著趋势。另外，尽管仙林大学城与麒麟科

技生态城起步较晚，但也已展现出较强的增

长潜力，尤其促进了服务业的创新多中心，例

如仙林大学城及周边地区的科研服务业、信息

服务业中心度已仅次于主城。与此同时，国家

级开发区也在这一阶段加速向综合新城转型。

在南京“一城三区”战略的推动下，江宁经开

区与南京高新区（江北）分别被纳入东山新

市区与江北新市区；而南京经开区却因产业偏

重、环境友好性不高，导致产城融合进程相对

图9  2015年分产业门类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比（左）与创新中心度的比较（右）
Fig.9  Comparison of the propor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by industry category (left) and innovation centrality 
(right) in 2015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③ 同注释①。

④ 同注释①。

注释：

图7  2015年新城及周边创新园区区位示意图③

Fig.7  Location map of the new city and surrounding 
innovation parks in 2015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8  2015年高新技术企业空间聚类分析结果④

Fig.8  Spatial clustering analysis results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2015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6 | 科创城市

滞后，其创新中心度也被南京高新区（江北）

超越。

总体而言，不同于国家级开发区，各类

战略性新城虽然功能定位略有差异，但价值

核心都是创造具有高品质人居环境的尺度空

间，以重构创新人才与相关企业的区位选择。

政府通过设立市级管理机构，实现了对近郊

土地的整体性规划与高标准开发，通过布局

优质公共服务设施等方式塑造了以宜居性为

核心的区位比较优势，并以此吸引创新型服

务业企业和制造业总部机构的集聚。不同于

开发区之间的激烈竞争，新城的宜居功能具

备较强的空间外溢效应，其影响力不仅局限

于新城自身，更重塑了与周边创新园区的功

能关系，推动相邻的不同尺度空间从政策竞

争转向协同发展，从而在更大的地域范围中

催化出融合共生的创新中心。

3.3  �国家级新区驱动的创新多中心

在经历快速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后，创建

国家级新区成为南京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尺度重构手段，并孕育出了新的创新中心。

2015年，南京江北国家级新区获批，作为全国

第13个、江苏省唯一的国家级新区，其被定位

为“自主创新先导区、新型城镇化示范区、长

三角地区现代产业集聚区、长江经济带对外开

放合作重要平台”。由江苏省政府批准设立南

京江北新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新区管

委会”），并代表江苏省和南京市两级政府行使

管理职能。新区的批复范围覆盖浦口区和六合

区中多达788 km²的土地，其中386.25 km²的

“直管区”由新区管委会直接管理，是核心发

展区。其余区域则仍由区政府管理，但在开发

建设上需与直管区协调。南京江北国家级新区

内包含了多个原来由市、区政府多头管理的开

发区（见图10），国家级新区的设立使这些地

区（特别是区属开发区）实现了尺度层级的

重大跃升，也注入了创新发展的新动能。其中

最为典型的是江北新区产业技术研创园（以

下简称“研创园”），其南片区原本隶属于浦口

经开区。该片区虽然距离河西新城较近且基础

设施条件良好，但长期以来创新发展的内生动

力不足。在新区管委会设立“研创园办公室”

进行接管以后，研创园凭借优越的区位与新区

管委会的强力支持，迅速成长为区域的创新引

擎。就连浦口区政府后续在周边重新设立的浦

口高新区，也因毗邻直管区、共享“国家级新

区”品牌红利，而吸引到大量创新企业。

至2024年，国家级新区的创新驱动效应

已全面显现，南京的创新空间格局呈现出“江

南融合、江北崛起”的典型特征（见图11）。南

京长江以南地区的多中心格局呈现融合态势，

主城与江宁经开区在持续集聚中融为一个创

新集群，南京经开区、仙林大学城与周边栖霞

行政区也在“三区融合”政策的推动下融合

为另一大集群。从创新中心度上看，主城与江

宁经开区融合后的中心度高达0.38，但其构成

严重依赖开发区与新城的贡献；若剔除江宁经

开区，中心度将降至0.25；再剔除河西新城及

雨花软件谷，则进一步跌至0.13，可见延续了

原有主城中心功能疏解的趋势（见图12）。在

长期以来发展相对滞后的江北地区，孕育出了

研创园与浦口高新区两个新兴创新中心。两者

虽地理邻近，但因分属不同管理机构、发展重

心南北分异，在空间聚类算法中被识别为两个

独立中心（因管理边界犬牙交错，机器识别的

集群分类与边界并不完全一致），体现了尺度

图12  2024年分产业门类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比（左）与创新中心度比较（右）
Fig.12  Comparison of the proportion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by industry category (left) and innovation centrality 
(right) in 2024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0  江北新区区位及原有开发区分布示意图⑤

Fig.10  Location and distribution of existing develop-
ment zones in Jiangbei New Area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图11  2024年高新技术企业空间聚类分析结果⑥

Fig.11  Spatial clustering analysis results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in 2024

资料来源：笔者自绘。

⑤ 同注释①。

⑥ 同注释①。

注释：

《上海城市规划》https://www.shplanning.com.cn/.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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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界对创新集聚形态的影响。从产业结构看，

江北新区的建设显著推动了创新型服务业的

多中心。研创园与浦口高新区的服务业创新中

心度相对突出，这既源于新区的定位引导，也

是高风险偏好、高附加值服务业的自发响应。

总体而言，国家级新区的设立标志着尺

度空间的再次升级，与开发区这类传统的政策

性新区相比，其更具稀缺性和综合性。在层级

上，通过省—市共治模式实现了权力的高强

度、结构性整合；在政策上，兼具即时的制度优

势与长期的红利预期（被赋予自主改革的示

范性）；在职能上，通过直管区模式实现了经

济职能与社会事务的协同，形成了相对独立和

完整的治理结构，并融合了战略性新城的营城

模式。国家级新区对服务型创新企业具有更强

的吸引力。因为这类企业高度依赖人才、信息

与制度信任，而新区所提供的由政府信用背书

的高质量环境与发展预期，正精准契合其核心

诉求。国家级新区的设立系统整合并整体抬升

了区域内存量创新载体的能级，这也表明当尺

度重构的力度与层级达到一定阈值，便能将区

位劣势转化为后发优势，最终实现更为均衡的

创新多中心格局。

4  尺度重构的范式转型:从刺激增长向

优化创新生态

长期以来，中国城市习惯于通过尺度重

构的方式频繁创造新的尺度空间，刺激城市的

增长，这也直接导致了多尺度分异的空间格局

和多中心分散的普遍现象。然而，不断出现的

尺度空间虽然能为创新企业提供丰富的空间

选择，但也伴生了3个方面的突出风险。一是

尺度竞争的内卷化倾向导致创新集聚的“临

界规模”缺失。当城市内部多个尺度空间同时

争夺有限的高新技术企业、人才与资本时，不

可避免地会导致创新资源的“碎片化”配置，

使得创新格局陷入低水平的均衡陷阱。二是制

度壁垒下的“尺度藩篱”阻碍了创新网络的

生成。由于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主体，尺度空

间之间的竞争将导致人才、技术、信息等关键

创新要素无法自由流动。三是功能的单一化与

创新生态的多元需求脱节。传统的尺度空间往

往功能割裂，开发区侧重于生产，新城侧重于

居住。这种功能上的单一化，与创新企业及其

人才对职住平衡、高品质生活与非正式交流空

间等多元化、混合化的需求严重脱节，削弱了

其培育持续创新能力的社会基础。

为了应对挑战，城市政府必须转变尺度

重构的底层逻辑，以调整空间关系与治理结构

来优化存量尺度空间的创新生态。其一，推动

尺度空间的有序分工和精明收缩。建立创新空

间统筹和预警机制，对各类尺度空间进行清晰

的功能再定位与产业错位发展指导，鼓励形成

“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化”的市内创新

链条；同时基于创新企业密度、人才流动等大

数据，绘制动态“创新地图”，作为资源精准投

放的依据，对尺度空间进行综合评估，裁撤发

展滞后的尺度空间。其二，织补尺度空间的创

新网络。对地理邻近但行政分割的尺度空间，

试点建立“联合创新管委会”，在招商引资、信

息统计、政绩考核乃至利税分享等方面建立协

同机制，降低制度交易成本。积极布局能够链

接城市内部创新网络乃至区域创新网络的链

接型空间（作为一种小微型尺度空间的重构

实践）[28]，其核心使命不是自身形成大规模集

聚，而是作为桥梁，重构不同尺度空间的“组

织邻近性”与“认知邻近性”。其三，丰富尺度

空间的功能体系。针对具有创新发展潜力的尺

度空间，加快从单一功能区向综合创新社区的

转型。通过城市更新手段，植入集研发、办公、

居住、消费于一体的混合功能街区。同时，实施

“创新者导向”的精准服务供给，建立与高新

技术企业、高校科研人员的常态化沟通机制，

及时将其需求转化为具体的空间政策。

5  结论

创新空间从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化是科创

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城市创新空间的多

中心结构并不是单纯的市场选择的结果，而是

深受政府主动干预的影响。本文借鉴了尺度重

构理论，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重新理解了中国

城市创新多中心的演化机制。改革开放以来，

尺度重构（尤其是柔性尺度重构）作为中国

政府一项重要的空间治理工具，贯穿于快速工

业化、城镇化直至高质量发展的全过程，并塑

造出城市内部多尺度分异的格局特征。政策性

新区、战略性新城等尺度重构方式改变了特定

地区的权力关系和区位优势，创新企业基于区

位比较优势而选择性集聚，形成新的创新中

心，推动了创新空间的多中心演化，并呈现出

显著的非均衡发展和跨界竞合特征。本文以

南京高新技术企业为样本，分析了国家级开发

区、多功能新城和国家新区3种典型驱动力作

用下的创新多中心演化过程，论证了尺度重构

与创新多中心演化的密切关系。长期以来，中

国城市习惯于通过尺度重构的方式频繁创造

新的尺度空间以刺激城市的增长。而在高质量

发展的新阶段，科创城市应当动态调整尺度重

构的策略，从刺激增长转向优化创新生态。将

尺度重构的重点聚焦于推动尺度空间的有序

分工和精明收缩、织补尺度空间的创新网络以

及丰富尺度空间的功能体系，形成超越增长的

存量尺度空间治理新范式。当然，作为将尺度

重构理论与创新空间研究相结合的初步尝试，

本文仍存在诸多有待深化之处。例如，尺度重

构驱动的创新企业迁移过程、城市更新中的

尺度重构与创新集聚机制以及面向创新需求

的尺度重构策略等，均是未来值得深入挖掘

的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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